
 

1 

 

中国的食物消费革命及其可持续性——内部环境代价、外部进口依赖和生态影响 

China's Food Revolution and its Sustainability—Internal environmental costs, External 

import dependence and Ecological impacts 

 

张玉林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Zhang Yuli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内容摘要：经过十多年间的补偿性增长，中国人的饮食生活领域自 1990 年代以来发生

了明显的消费革命：食物的数量、结构和消费方式出现重大变化，动物性食品摄取量

显著增长。支撑消费革命的不仅是国内的“隐性农业革命”，还有大量的农产品-食品进

口及其包含的数亿亩“虚拟耕地”——两者在 2017 年分别达到 2 亿吨和 10 亿亩。鉴于

食物消费量已经具有超出维持身体健康需要的过度消费倾向，国内农业面临着沉重的

生态环境压力，而大量进口又伴随着国际局势风险和外部生态冲击，这场尚未完成的

革命面临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在国家战略层面倡导节制型消费和减少浪费、降低消费

预期和消费量，已经成为必要的选择。 

关键词：食物消费革命；农业革命；外部依赖；生态环境问题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compensatory growth, the Chinese people's dietary life has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Consumer revolution since the 1990s: there has been a major change 

in the quantity, structure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food, and animal food intake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s underpinned not only by the "hidde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ut also by the huge imports of agri-food and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acres of "virtual farmland" they contain, which reached 200m tonnes and 67.84 

million hectares respectively in 2017. Given the tendency of food consumption to exceed the 

needs of maintaining health, the heavy ecological pressure on domestic agriculture, and the 

risks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external ecological impact associated with massive 

imports,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is unfinished revolution is in question. Advocating moderation 

consumption and reducing waste, reducing consumption expectations and consumption 

volume at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have become necessary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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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题记：本文是提交给“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黄宗智教授八十寿庆）学术会

议（2019 年 11 月 2-3 日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召开）的论文。论文分组发表于《开

放时代》、Rural China—《中国乡村研究》以及 Modern China，共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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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消费革命与农业过密化 

 

黄宗智先生曾经认为，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

其主要动力来自农业之外，是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

升而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禽-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

的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它其实是个由消费变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黄宗智，

2010:137） 

出于对中国农业过密化问题的关注，黄宗智还指出，这场由消费革命推动的农业

革命可能显示了新时代的农业出路：“促成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型农作的增长，通过蔬

菜、水果栽培和畜禽、水产养殖业的进一步增长来带动农民收入的提高。”“从低值

的、过密的以粮食为主的生产向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高值，具有适度规模的菜果和

鱼肉生产的转化。”他进而强调，“在经历了 30 年的变化之后，这个转化今天已经处于

其中、晚期，其转化应该会在今后的一、二十年中结束，并将促进农业结构的进一步

转化以及农业产值的进一步提高。正是这样的历史性趋势，及其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

以及城市化-非农就业化另外两大趋势之交汇，将会促成大部分中国农业的转化，从几

百年来的低收入、过密以及劳动生产率停滞的农业转化为适度规模的、去过密化的农

业。”（黄宗智，2010:103-138） 

由于农业的使命原本是为人类提供食物，从食物需求的变化寻求中国农业发展的

动力，提示（不同于英国的）摆脱过密化困境的可能性和方向，显示了一位历史学家

的洞察力和现实关怀。不过，在偏重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后学看来，消费革命固然赋

予了中国的小规模农业走出困境的“某种历史性契机”，但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间，消费

革命和农业革命都开始显示这种契机已达到极限。 

本文的目的正是要考察这种极限，作为对黄先生已有研究的延伸和回应。它将围

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对消费革命的过程和现状予以梳理，确认全国人均食物尤其

是动物产品的消费量和营养水平已经超过维持身体健康的实际需要，通过更多地消费

进一步推动农业革命的空间已经有限。第二，为了满足目前的消费，国内农业及种植

业的结构调整和多种农产品的产量已接近饱和，预示着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的蔬菜、水

果和肉-蛋-奶-水产品的生产这种“新农业”（黄宗智、高原，2014）已达极限，以此推

动农业走出过密化的可能性降低。第三，支撑目前消费的国内农业革命在土地利用和

生态环境影响方面已达极限，从而在彻底摆脱劳动的过密化困境之前陷入了高能源-高

化学品投入的“能源-化学品的过密化陷阱”，而大量进口农产品既面临大国冲突伴随的

不确定性风险，也形成了对第三世界敏感地区的生态环境冲击，这将倒逼我们减少食

物浪费、降低消费预期。 

本研究依据的数据资料均是国内及国际相关机构的公开的数据库，主要是国家统

计局、农业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农业部等机构的网站和出版物，同

时也吸收、参考了相关的政策文本、学术文献和新闻报道资料。 

 

二  食物消费革命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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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消费革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量的显著增加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更多

的热量、蛋白和脂肪的吸收来自动物产品，传统的“副食品”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甚至成为主要食品。二是消费方式的变化，包括在家庭外消费的迅速增加1，以及不受

地点、季节和时令限制而长年享用更多的食物，而时空约束的突破和易获得性反过来

驱动着消费的增长。 

消费革命的动力不外乎以下因素。首先是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后的自然趋

势，这是一种自发的内生性驱动力。其次有国家政策的呼应和引导，从鼓励“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2，到制定《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

（1993）、《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1997）以及《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的

系列版本3并提出一系列目标值，都是明确的政策引导。三是城市化的影响和美欧饮食

文化（如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引入及仿效，更多和更易抵达的消费空间刺激着消费需

求。此外还有“多喝牛奶”之类的营养学话语（2014 年制定的新标准是人均年消费 36 公

斤），以及那些有机会公款消费、“大吃大喝”者的拉动效应，后者可能属于食物消费

革命的中国特色。 

就时间而言，我把中国食物消费革命兴起的时间定位于 1990 年代初。此前的十多

年间实现了整体性温饱（尽管仍有数千万贫困人口），那是一种补偿性增长，此后开

始了向“小康”的转变。这场革命延续至今，因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的存在而尚未全部

完成，但有三组数据从总体上显示了它的革命性。 

一是恩格尔系数，也即居民家庭人均食物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的显著下

降。城乡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在 1994 年和 2000 年降至 50%以下、在 2000 年和

2012 年降至 40%以下，城镇家庭进而在 2015 年降至 30%以下（图 1）。到 2018 年，

全国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降低到 28.4%，其中乡村居民也已接近 30%——这是联合

国粮农组织界定的迈进“富裕”状态的门槛。 

图 1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 

 

                                                 
1国家疾控中心等机构编写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15》显示，到 2012 年，全国 6 岁以上居民在外就

餐的比例为 35.5%，其中城市为 42.2%、农村为 28.5%，均比十年前明显提高（顾景范，2016）。 
2从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八大，执政党中央一直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将不断满足这种需要当作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2017 年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已有的版本包括《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 年)》（国办发〔2001〕86 号）和《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

纲要（2014—2020 年）》（国办发〔2014〕3 号），近期正在制定涵盖 2021-2035 年的第三个版本，为此召开的相

关会议强调：“保障食物有效供给、提升居民营养水平，是治国安邦的第一要务。”见农业农村部网站

http://www.moa.gov.cn/xw/zwdt/201908/t20190829_63268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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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度版。国家统计局 2013 年改变了统计口径，农村家庭人均 

纯收入改为可支配收入，按原口径计算，当年城乡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35.0%和 37.7%。 

 

二是营养水平显著提高。在 1990 年，全国人均每天的热能供给为 2680 大卡，蛋白

质为 70 克，脂肪为 57 克，“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4。到 2006-2008 年，中国的人均营

养供给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与日本、韩国比肩（表 1），进而在 2014-16 年间超过

了经合组织成员国也即“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表 1       人均日营养供应的国际比较（2006-2008 年） 
 中国 日本 韩国 亚洲 世界 

热量/cal 2990 2800 3040 2660 2790 

蛋白质/k 89 92 88 71 85 

脂肪/k 90 90 86 67 79 

来源： FAO 数据库。 

 

三是食物尤其是动物产品消费量的大幅度增加。在 1990 年四种动物产品人均消费

量比 1978 年都增加了 1 倍以上的基础上5，到 2017 年又平均增加了 1.7 倍，其中肉类

和蛋类增加 1.4 倍、水产品增加 2.2 倍、奶类增加 3.3 倍。当年的绝对消费量是全国人

均 102 公斤，其中城乡居民分别为 127 公斤和 69 公斤（表 2）。此外，人均植物油消

费增加了 1.6 倍，粮食消费减少了近 30%。相较于国家制定的 2020 年目标值，肉类、

水产品都已超标，其中肉类超出近 20 公斤，禽蛋也已提前达标，唯有奶类距 36 公斤

的目标还较远——这也许暗示国家设定的奶类消费目标值并不符合国人的消费偏好。 

国际比较可以显示中国人的消费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到 2013 年，在八类主要食

物中，除奶类和食糖之外，都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表 3），其中肉、蛋、水产品合

计超出 53 公斤，相当于世界平均数的 165%；奶、糖之外的其他六项也都已经超过日

本。日本属于消费成熟国家，与美国相比更适合当作中国的参照，也许就此可以做出

基本判断：中国的人均食物消费量除奶类之外已经达到或接近顶峰，今后的进一步增

长可能主要是奶类增加和肉类结构调整（猪肉减少、牛羊肉增加）。 

表 2                   全国人均主要食物消费量（公斤） 
年份 1990 2000 2010 2017 

城镇 乡村
 增减幅度 

口粮 239 206 194 169 149 194 -29% 

食用油 6.0 8.2 10.9 15.6 17.1 13.6 160% 

肉禽类 20.1 25.3 37.1 48.1 56.4 37.8 139% 

蛋类 6.3 11.8 11.0 15.0 17.4 11.5 138% 

奶类 4.2 5.5 12.5 18.2 25.6 8.3 233% 

水产品 6.5 11.7 17.3 20.7 27.4 11.1 218% 

动物产品 37.1 54.3 88.9 101.9 126.8 68.7 175% 

来源：1990、2000 年的数据分别来自《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和《中国食物与 

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 年）》，后两年的数据由笔者测算，测算依据参照脚注中的说明6。 

                                                 
4
见《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刊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3 年 12 期。 

5中国肉类协会制定的《中国肉类可持续发展项目规划（2018—2020）》显示，到 1992 年，中国的肉类产量（3431

万吨）已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当年人均占有量为 29 公斤。见《食品时报》2017 年 10 月 21 日。 
6鉴于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反映的只是购买量而非实际消费量，《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01-2010 年)》

提供了 2000 年五类食物消费量对购买量的折算系数：植物油为 130%，肉类为 129%，蛋类为 168%，水产品为

183%。考虑到新世纪以来城乡居民在外消费显著增加，笔者对上述系数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补充：口粮按 130%、

食用油按 150%、肉禽类按 135%、蛋类和奶类均为 150%、水产品按 180%。相关各项的城乡之别分别为 135%和

125%、160%和 135%、145%和 120%、155%和 120%、185%和 150%。 

http://www.cnki.com.cn/Journal/G-G1-GWYB-1993-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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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均食物供应量的国际比较（2013,公斤） 
国家 中国 日本 印度 美国 世界 

谷物 151 113 149 106 147 

肉类 61 52 4.1 116 43 

蛋类 19 19 2.6 15 9 

奶类 33 59 107 291 90 

水产品 51 50 5.0 22 26 

糖类 15* 27 23 64 25 

蔬菜 353* 102 89 114 140 

果品 94 53 56 105 78 
来源：FAO 数据库。中国的糖类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FAO 数据为 6.9 

公斤），蔬菜数据可能系未经加工的人均产量而被高估 1-2 倍。 

 

三  消费需求、农业支撑力与大量进口 

 

消费革命依赖于并推动着农业革命。这也就意味着，农业革命必须满足或者回应

消费需求。虽然需求是异常多样的，而且不断增长——“文明的口味”总是被不断地培

育和刺激——，即便是资源异常丰富的少数“新大陆国家”也无法完全满足，但至少要

保证下列九大类产品的足额供应：粮食（包括饲料粮）、油料、糖料、蔬菜和水果，

以及肉禽、蛋类、奶类和水产品。而四种动物产品又以充分的饲料粮供应为前提。这

样的基本需求意味着农业结构，包括种植业与养殖业、以及种植业内部主要农作物比

例关系的调整和转型：在保障主粮供给的前提下，扩大油料、糖料、蔬菜-瓜果的供

应，更重要的是动物产品的供应，而动物产品的增长又主要依靠饲料粮的增长。下面

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农产品的供应量及其背后的农业结构变动。 

 

农业产量增长和养殖业扩张 

表 4 显示，中国的九大类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其中粮食总

产量增加 2.15 亿吨，人均占有量则在总人口增加 2.5 亿人的情况下增加了 184 公斤。

这一奇迹般的增长成为消费革命的最重要支撑，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谁来养活中

国？”这一世界性难题（Brow,1994）7。人均油料和糖料分别增加了 115%和 58%，水

果（不包括瓜果）增加了 6 倍，蔬菜的增幅不详，但其种植面积增加了 2 倍，总产量

当有更高比例的增长。 

表 4             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 
种类 总产量（万吨） 人均占有量（公斤） 

1990 2017 增幅 1990 2017 增幅 

粮食  44624 66161 48% 393 477 21% 

油料 1613 3475 115% 14.2 25.1 77% 

糖料 7214 11379 58% 63.1 81.9 30% 

                                                 
7布朗曾依据日韩台的经验进行“最保守的估计”：到 2030 年，中国人口将增加到 16 亿，粮食（谷物）产量将比

1990 年减产五分之一，而消费则将达到 6.41 亿吨，进口赤字将达到 3.78 亿吨。就截至目前的情况而言，布朗高估

了人口增加的幅度，误读了粮食产量变动的趋势，但也低估了粮食消费的增加速度——按谷物口径，包括进口

（2559 万吨）在内，2017 年的消费（供应）量已达 6.41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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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 — 69193 — — 498 — 

水果 1874 16949 804% 16.4 122 604% 

肉类 2857 8654 203% 25.0 62.3 149% 

禽蛋 795 3096 289% 7.0 22.3 219% 

奶类 416 3039 631% 3.7 21.9 492% 

水产品 1245 6445 417% 10.9 46.5 327% 

动物产品 5312 21234 286% 46 153 233%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度版，人均产量为总产量除以当年底的全国人口数得出。 

说明：糖料产量以 2008 年的 1.3 亿吨为最高；蔬菜总产量和据此算出的人均产量被认为 

有夸大成分；水果不包括瓜果，后者的产量在 2017 年为 8293 万吨。 

 

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动物产品的增长。正是动物将大量的粮食以“饲料”8的形式吸

收转化为肉蛋奶和鱼虾，或者抽象的脂肪和蛋白。图 2 显示了三十年来的增长节点：

总产量在 1990 年突破 5000 万吨，1995 年突破 1 亿吨，2004 年突破 1.5 亿吨，2012 年

超过 2 亿吨，近四年维持在 2.1 亿吨左右；人均占有量从 46 公斤增加到 153 公斤，其

中肉类和禽蛋分别增加 1.5 倍和 2.2 倍、水产品和奶类分别增加 3.3 倍和 4.9 倍。 

在动物产品中，肉类（包括猪牛羊肉和禽肉）的增长是重点。它在 1993 年超过美国居全球第

一，两年后达到 5000 万吨，2014 年达到顶峰的 8818 万吨，近三年稳定在 8600 多万吨以上——这

相当于近期全球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和 1960 年代后期的全球产量。其中猪肉的增长贡献最大：

从 1990 的近 2300 万吨增加到 2000年的 4000万吨，2010 年突破 5000万吨，2014年达到 5821 万吨

的顶峰，近三年停留于 5400 万吨台阶，占国内肉类产量的 63%左右，也接近全球猪肉产量的一半。 

水产品的增长同样令人惊奇。它在 1990年已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一，1994年超过 2000万吨，

2003年突破4000万吨，2009年超过5000万吨，近三年维持在6400多万吨，占近期全球产量的37%

左右，也相当于 1970 年前后的全球总产量。这主要是源于养殖业的拉动：养殖量从 600 万吨增加

到近 5000 万吨，所占比重从 50%左右增至 75%以上（其中淡水养殖占淡水产量的比重从 70%上升

到 93%），而天然捕捞量在从初期的 630 万吨快速增加到 90 年代后期的 1400 多万吨之后即长期停

滞。 

图 2                 动物产品产量（1988-2018，万吨）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度版。 

                                                 
8
根据《中国饲料工业年鉴》和相关报道，纳入统计的工业饲料 1995 年突破 5000 万吨，2005 年突破 1 亿吨，2012

年（1.75 亿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7 年达到 28465 万吨，加上家庭散养用饲料粮，可能超过 3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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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的结构变动及其限度 

主要农产品的奇迹般增长固然得益于技术的提升，但农业结构调整的贡献也甚为

重要。结构调整是适应消费需求的作物品种分工的需要。而国内分工在加入 WTO 之

后通过进出口途径影响着国际分工。 

分工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内耕地资源有限（近年来的官方报告数据一直是 20.2 亿

亩）、农作物播种总面积较为稳定（近十年处于 23-25 亿亩之间），这决定了所有的

农产品不可能同时扩大种植。二是必须确保总体的“粮食安全”或基本自给（早期的指

标是自给率不低于 95%），其中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谷物的种植要优先确保。在此

前提下，作物属性、自然地理状况和技术条件、国内外贸易环境，以及基于这些因素

的多种主体的经济计算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了下述基本格局： 

——在粮食作物中，兼做口粮和饲料粮的玉米迅猛扩张，而单产不到玉米三分之

一的大豆9，以及高粱和大麦等“杂粮”则主要依赖进口。图 3 显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

了 3.5 亿亩，近三年平均达 6 亿亩左右，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从 13%升至 26%，

于 2007 年成为第一大农作物；玉米的产量则于 1995 年超过小麦、2003 年超过稻米

（按稻谷的 70%折算），近三年平均达 2.6 亿吨、接近米麦之和，三十年间增长了 2.4

倍，也保障了 2004 年以后粮食总产量的“N 连增”。与之相对，大豆的种植面积徘徊不

前，始终未能达到 1.5 亿亩，在新世纪以来的 18 年中只有 4 年超过 1.4 亿亩，其产量

最高不过 1740 万吨，2013-15 年连续低于 1300 万吨。 

图 3           四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万公顷） 

 

图 4          四大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万公顷） 

                                                 
9玉米亩产在 1990-92 年平均为 303 公斤，2016-18 年增至 404 公斤，对应的大豆亩产则分别为 95 公斤和 122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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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粮食作物（合计播种面积最多只有 9 亿亩）中，产量和报酬较高、劳动密

集型的果园和蔬菜得到扩张，产量和报酬较低的油料和糖料作物则停滞或萎缩。具体

而言，蔬菜从不到 1 亿亩扩展到 3 亿亩，这主要是温室的普及使蔬菜种植可以长年轮

作的缘故；果园和瓜果的面积达到 2 亿亩左右，已经与油料面积持平，其中果园面积

在 8000 万亩的基础上净增加近 1 亿亩。与之相对，原本面积最大的油料（1985 年即达

1.8 亿亩）虽然曾在 2000 年创下 2.3 亿亩的最高记录，但随后下降、徘徊，近四年都低

于 2 亿亩；糖料作物则一直没有增加，最高年份也未超过 3000 万亩，近五年的平均面

积甚至少于 90 年代初期，这可能是由于甘蔗和甜菜只能在南方少数地区种植的缘故。 

上述梳理有助于更实在地理解一些农产品的大量进口问题。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大

豆。作为油料和蛋白饲料的重要来源以及全球食物体系中新的“明星作物”，一些关于

“大豆危机”的研究认为它的大量进口是跨国资本通过不正当竞争予以控制的结果（王

绍光等，2013；严海蓉、陈义媛等，2016）。这当然不容否定，但同样要承认经济逻

辑的主导作用（黄宗智、高原，2014）。进而需要强调，在消费革命的总体格局中，

即使没有国际资本的垄断和控制，出于满足食用油消费和蛋白质摄取的内在需要，中

国也必须进口远远超过其国内产量的大豆。受到国内耕地资源有限的约束，低产的大

豆不可能像高产的玉米一样扩张，“保玉米还是保大豆”成为二者择一的选择。就此而

言，“玉米主要依靠国内种植、大豆主要依靠国外进口”应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 

 

消费需求与大量进口 

大豆的大量进口已是众所周知，这里仅提示几个重要的节点：在 1996 年超过 100

万吨，2000 年超过 1000 万吨，随后保持每 3-4 年增加 1000 万吨的增幅，2010 年超过

5000 万吨，2017 年达到 9553 万吨——加上豆油和豆粕进口所隐含的大豆则超过 1 亿

吨，占到当年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和出口量的三分之二左右。这样的规模确实可以称

为“爆买”。 

图 5            大豆的国内产量和进口量（1996-201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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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买的当然不只是大豆，还有国内难以扩大种植的油料和植物油、糖料和食糖，

以及大麦、高粱，进而包括主要谷物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作物、动物产品和制品。据孙

林等人（2018，2019）测算，在 1992—2015 年间，中国进口的食品种类从 1081 种增

加到 8904 种，其中来自美国的从 108 种增至 391 种、来自澳大利亚的从 95 种增至 247

种、来自马来西亚的从 41 种增至 204 种、来自泰国的从 61 种升到 292 种。按金额计

算，中国在 2011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食品-农产品进口国；按重量计算，有十多类品种

都达到百万吨、千万吨级规模。例如，植物油纯进口量在 2003 年已超过 500 万吨，迄

今维持在 600 万—1000 万吨之间。 

让我们集中于 2017 年的进口状况（表 5）。纳入“粮食”口径的农产品超过 1 亿

3000 万吨，而海关报告的“食品”口径则为 5348 万吨——来源于 187 个国家和地区。此

外还有数百万吨的油菜籽、数十万吨的玉米酒糟和豆饼豆粕，以及折合为 156 万吨的

葡萄酒和啤酒。 

表 5           2017 年中国农产品-食品进口量（万吨） 

种类 数量 种类 数量 种类 数量 

粮食 13062 肉类 410 植物油 942 

谷物 2559 猪肉/杂碎 250 棕榈油 508 

小麦 442 牛肉 70 菜-芥子油 76 

玉米 283 羊肉 25 葵-红花油 75 

稻米 403 冻鸡 45 豆油 65 

大麦 886 水产品 409 食糖 229 

高粱 506 海产品 294 鲜干坚果 451 

大豆 9553 饲用鱼粉 157 酒类/亿升 15.65 

木薯 813 乳品   255 啤酒 7.16 

油菜籽 475 奶粉 101 葡萄酒 7.87 

来源：综合中国海关数据库、海关总署报告和农业部报告数据整理。 

 

需要交待的是，表 5 中的官方数据并不包括走私进口的农产品-食品的数量。有行

业专家估计，全国走私入境的牛肉量在 2013 年超过 200 万吨，足以装满 8 万个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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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而旅行者个人的“爆买”“代购”曾经将境外一些商场的奶粉席卷一空，以至于引起了

当地人的反感和限购。如果将难以精确掌握的走私部分考虑在内，进口总量可能超过

2 亿吨，相当于近 14 亿中国人每人进口 140 公斤。 

 

四  消费革命的代价与可持续性 

 

与两亿多人食不果腹的年代相比，近三十年来的食物消费革命堪称巨大福祉。它

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这个巨型国家的“温饱”问题，从而使其在诸多尖锐的矛盾中仍

能保持总体稳定，而且使十多亿人得以享用丰富的食物、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但

是，也必须面对摆脱饥饿后的诸多问题，包括过度消费造成的身体健康损害、直接和

间接的资源-环境压力，以及大量进口伴随的食物安全风险、全球市场影响和生态冲

击。 

 

过度消费与“肥胖”问题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整体食物消费量和营养水平已

经超过维持身体健康所需要的数量。到 2002 年，城市居民对肉类及油脂消费过多的状

况已较突出，脂肪供能比达到 35%，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量的 30%的上限（李立明

等，2005）。尽管局部地区和少数人群中还存在膳食摄取营养不足的问题11，但更突

出的问题是能量、脂肪摄取过量造成的超重和肥胖。 

早在消费革命兴起之初，《九十年代中国食物改革与发展纲要》即提醒：由于膳

食不平衡或营养过剩造成的“富裕疾病”已开始出现。1997 年颁布的《中国营养改善行

动计划》又提到，“营养过剩或不平衡所致的慢性疾病增多。”卫生部门实施的“中国

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1982 年还很罕见的超重和肥胖现象一直在快速

增加，到 2002 年，全国城乡居民的体重超重率分别达 22.6%和 15.6%、肥胖率分别达

到 8.2%和 4.6%，18 岁及以上人口中约有 2.15 亿人超重、6800 多万人肥胖（李立明，

2005；马冠生、李艳平等，2005）。到 2012 年，18 岁及以上居民的超重率上升至

30%，肥胖率达到 12%，分别比十年前增加了 7.3 和 4.8 个百分点；6-17 岁人群的超重

率则增加了 1 倍多、肥胖率增加了 2 倍以上。虽然肥胖催生出了“减肥产业”，但作为

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它伴随着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12。以糖尿病为例，2012 年

中国成年人的发病率上升到 9.7%（城乡分别为 12.3%和 8.4%），接近 1980 年的 10 倍

（顾景范，2016）。 

表 6    中国成人的身体超重率和肥胖率 

年份 超重率 肥胖率 

1982 6% 0.6% 

1992 12.8% 3.3% 

2002 22.8% 7.1% 

                                                 
10 见郭丝露、梁月静：“挡不住的走私牛肉”，《南方周末》2014 年 12 月 11 日。 
11
联合国粮农组织依据人均需要和可获得的热量估计，到 2012/2014 年，中国仍有 1.51 亿人营养不足，比

1990/1992 年的 2.89 亿人减少了 48%，营养不足发生率从 23.9%降至 10.6%，但其估算方法和结论都存在争议（樊

胜根，2015），且营养不足是由多种因素造成，不同于食物数量不足造成的饥饿。 
12
到 2014 年，中国已成为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6/0405/c398004-

28251333.html)，超重和肥胖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失可能占到中国 GDP 的 4%（樊胜根，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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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30.1% 11.9% 

来源：《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 

病状况报告 2015》。涵盖的人群为 18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口。 

 

内部环境压力 

为了支撑消费革命伴随的巨大需求，依靠高投入追求高产出的农业形态，最终走上了养殖业

与种植业分离的道路，从而打破了农业内部的养料-能量循环链条，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在种植业领域，形成了过量的化肥和农药投入。中国长期以不足世界 10%的耕地

和不足 14%的播种面积消耗着全球三分之一左右的化肥，2014-2016 年平均施用量

（折纯量）达到 6000 万吨，多于 1970 年代十年的施用量，接近印度、美国和巴西三

个农业大国的总用量，施用强度是三国平均施用强度的 2 倍，其中苏、鲁、豫、皖、

冀、鄂 6 省的用量即等于印度的总用量，河南一省的用量即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

用量（表 7）。农药（原药）的施用量从 1978 年的 50 多万吨增加到 2014 年的 180 万

吨——实物量则可能达到 300 万吨。一些地方的喷洒频度令人震惊：一季水稻最多达

15 次，果树从开花到采果可达 20 次，青菜平均每周 1 次，草莓 3 天左右 1 次，苦瓜则

是“用刷子刷、用桶泡”（张玉林，2015，2016）。在那些长期种植单一作物的地区，

出现了明显的连作障碍和土地板结，一些蔬菜基地的土壤中毒状况令人心惊，以至于

必须定期换土，而塑料薄膜覆盖的推广则造成严重的“白色污染”13。 

表 7       农用化肥施用量的国际比较（2014-16 年三年平均数,万吨） 
世界 中国 印度 美国 巴西 河南省 英法德三国 

19551 5994 2617 2103 1426 712 694 

来源：《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16-2018 年版。英法德三国数据为 2014-15 年均值。 

2016 年中国农作物收获面积为 14611 万公顷，其中河南省为 1447 万公顷，印美巴三国 

为 31582 万公顷（其中印度为 14778 万公顷），英法德三国为 2514 万公顷。 

 

在养殖业领域则形成了高密度的工业化养殖。15 亿头猪牛羊和数百亿只鸡鸭鹅，都已经不再

是传统的“家禽家畜”，而是肉蛋奶的生产机器。为了使其在拥挤的空间里快速生长或生产，饲料

生产和养殖过程中使用名目繁多的激素、育肥剂、兴奋剂、抗生素，造成食品安全风险和环境风

险14。肉蛋奶的生产机器也是造粪机器，全国畜禽粪便排放量 2017 年多达 38 亿吨，成为重要污染

源。按照 2007年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农业部门排放的化学需氧量（COD）、总氮、总磷分别占到

全国总排放量的 44%、57%和 67%，其中畜禽养殖业贡献了农业 COD 排放量的 95%。进而，大量

畜禽产生的甲烷气体，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15。水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同样突出。中国是全球第一

水产大国，产量的增加主要靠养殖的扩张——近海过度捕捞已持续二十多年，远洋越界捕捞又不

断引起国际纠纷16 ——，养殖产量已超过总产量的 75%，这一过程伴随着过量的饲料、化肥17和名

                                                 
13 综合多项报道资料，到 2016 年，中国农业中的温室-大棚占地面积已接近 2000 万亩，地膜覆盖面积超过 2 亿

亩，农用薄膜使用量高达 260 万吨。 
14以抗生素为例，养殖业的施用量在 2006 年估计为 9.7 万吨，在 2013 年占到全国总用量（约 16.2 万吨，占世界总

用量的一半）的 52%。这导致大量的“抗生猪”、“抗生鸡”、“抗生鱼”走上餐桌，在食用肉乳制品和水产品中多次

检出残留，而排放进入水土的抗生素估计每年达 5 万多吨。相关报道见《南方日报》2010 年 11 月 30 日；《中国经

营报》2011 年 4 月 16 日；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5/0616/c14739-27163383-2.html。 
15

FAO 曾在 2006 年估计，每年有 7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是由畜禽排放，占全球总排放的 18%。但世界银

行前首席环境顾问古德兰等人分析认为，牲畜及其副产品至少排放了 326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占世界总

排放的 51%（Goodland，Anhang，2009）。考虑到中国的畜牧业产量，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可忽视。 
16
参照网易网报道“竭泽而渔二十年”

（http://data.163.com/14/0516/04/9SBDOFOE00014MTN.html）。 
17 笔者 2018 年 10 月在苏南某地调查得悉，当地 1 亩鱼塘的化肥施用量甚至不亚于 1 亩水稻的施用量。 

http://www.cb.com.cn/
http://www.cb.com.cn/
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5/0616/c14739-27163383-2.html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R.%20Goodland%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J.%20Anhang%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data.163.com/14/0516/04/9SBDOFOE00014MT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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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繁多的药物（如增氧剂、消毒剂、解毒剂、抗生素、体质改善剂）的投入，不仅加剧了水体的

污染和富营养化，也形成食品安全隐患。 

 

物种消亡 

过分追求产量和产出率的农业还严重损害了生物多样性，高产品种的推广伴随着

本土地方性作物和畜禽品种的大量消失。农业部 2015 年启动的“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普查”初步成果显示，“许多地方品种和主要农作物野生近缘种丧失情况极其严

重，丧失速度明显加快。”在已完成普查的苏、鄂、湘、渝、粤、桂 6 省区 375 个县，

粮食作物地方品种从 1956 年的 1 万多个减少到目前的 3000 多个，消失了 71.8%，其

中不乏优质、抗病、耐瘠薄的特性品种；南方曾经普遍种植的具有抗洪灾能力的深水

稻品种濒临灭绝；广西野生稻分布点从 1981 年的 1342 个减少至 325 个18。 

畜禽品种的消亡状况同样堪忧。2003-2010 年实施的“全国第二次畜禽遗传资源调

查”发现，有 15 个地方畜禽品种已不见踪迹、55 个处于濒危状态、22 个品种濒临灭

绝，后二者合计占到地方畜禽品种总数的 14%。其中江苏省已有十多个畜禽品种基本

灭绝，著名的溧阳“三黄鸡”已属于记忆，昆山麻鸭濒临灭绝，太湖猪、淮猪等四大地

方猪种几近绝迹。到 2008 年，农业部所列的全国 90 个“土猪”品种中，有 31 个品种处

于濒危和濒临灭绝状态，横泾猪等 8 个地方猪种已不见踪迹，深县猪、项城猪等 4 个

品种已确定灭绝。在此背景下，中国土猪的国内市场占有份额从 1994 年之前的大约

90%降低到 2007 年的不足 2%，而进口的洋猪“杜长大”（美国的杜洛克猪、丹麦的长

白猪、英国的大约克夏猪）及其杂交后代垄断了生猪市场。19如果说土猪品种的大量

淘汰属于生态灾难，那么 2018 年以来蔓延的“非洲猪瘟”对中国养猪业的打击，凸显了

这种灾难的惨痛后果。 

上述后果当然可以看作困境。它是在中国农业尚未摆脱劳动的过密化就迎来的新

的困境，可以称为“能源-化学品的过密化陷阱”，从中国农业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性角度而言，这种陷阱可能要比劳动的过密化影响更大，也更加值得关注。 

 

外部依赖、安全风险与外部生态冲击 

如果说农产品-食品的大量进口意味着对外依赖增强——“粮食”自给率在 2017 年为

83%，远低于官方当初设定的不低于 95%的目标——，关于它是否威胁到“国家粮食安

全”则争议很大。在更多考虑大国竞争、跨国资本控制及转基因问题的论者看来，它伴

随着巨大风险，也威胁到国家主权和生产者、消费者的食物主权。而在强调比较优势

和自由贸易的人士看来，它完全符合市场的逻辑，既是合理的和必然、必需的选择，

也并不会导致粮食安全问题，因此中央政府设定的“18 亿亩红线”属于多余。20 

本文并不回避传统的粮食安全或风险问题，但更大的兴趣在于“即便它对中国来说

是安全的，是否仍然存在问题？”我将从国内学者较少关注的外部生态影响的角度思考

问题，揭示中国的食物消费、农产品进口与全球土地利用和生态影响之间的直接联

系。 

我们首先可以想到，大量的农产品进口有助于减轻国内的土地利用压力、化学品

投入和生态环境负荷。按照国家林草局的报告，在 1998 年中国实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18 《每日经济新闻》2015 年 7 月 15 日；《农民日报》2017 年 4 月 16 日；《中国日报》2018 年 5 月 16 日；央广网

http://country.cnr.cn/snsp/20181127/t20181127_524427513.shtml。 
19李鹏：“‘土畜禽’品种消亡忧思录”，《羊城晚报》2012 年 12 月 15 日；周范才、王玉宁：“中国猪种危

机”，《瞭望东方周刊》2013 年 5 月 27 日；张渺：“动员起来、保卫猪圈”，《中国青年报》2018 年 12 月 26

日；付永军，2018。 

20茅于轼：18 亿亩耕地红线完全不必要，见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fhzl/20100728/2452490.shtml. 

http://country.cnr.cn/snsp/20181127/t20181127_524427513.shtml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2-12/15/content_36551.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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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 20 年间，累计退耕面积达 1 亿 9900 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

益。”212 亿亩退耕面积可以看作进口替代的结果，至少可以说农产品大量进口弥补了

退耕造成的农产品短缺。 

当然，2 亿吨规模的食物-农产品进口所蕴含的耕地面积要远远多于 2 亿亩。刘爱

民等人曾经测算过 14 种大宗农产品净进口包含的“虚拟耕地面积”，结论是从 2000 年

的 1 亿多亩增加到 2017 年的 10 亿多亩（表 8），中国的“耕地对外依存度”上升至

33.4%。他们按照国内单产推算出的耕地面积可能多于出口国的实际播种面积——出口

国的相关农产品单产通常高于中国，更稳妥的办法是改用生产国的单产来计算。我据

此测算的结果是，2017 年的农产品纯进口实际占用了出口国的总计 8 亿 546 万亩（其

中大豆占 5.2 亿亩）耕地——，但是直观地反映了大量进口对中国的效用和世界的影

响。 

表 8      中国 14 种大宗农产品进口包含的耕地面积（万亩） 

年份  2000 2010 2017 2017 年进口来源国和面积 

14 种农产品 10125 64650 101760 巴西 43500；美国 30270，加拿

大 7260，阿根廷+巴拉圭 5535；

澳大利亚 3555；印尼+马来西亚

3330；泰国+越南 3285。 

大豆+豆油 9885 49140 80730 

菜籽+菜油 2955 2835 4620 

棕榈油  660 2760 2520 

来源：据刘爱民等（2017），贾盼娜、刘爱民等（2019）的测算结果整理。 

 

对中国的效用在于，净进口隐含的 8 亿多亩国外耕地相当于国内耕地面积的 40%

和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 32%。也就是说，当年中国的食物消费所依赖的耕地超过 28 亿

亩、播种面积超过 33 亿亩。设若没有进口，中国实在难以挤出如此大面积的耕地来支

撑其庞大的食物消费需求。 

对世界的影响在于，8 亿亩耕地并非“虚拟”，而是可以真实地还原为各个特定的进

口来源国。其中大豆和油料所包含的耕地面积占绝大部分，主要来源国是巴西和阿根

廷、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尽管种植这些农作物伴随的生态环

境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影响程度，但是从大豆和棕榈油——且不论

牛肉——两项来看，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巴西、阿根廷和印尼、马来西亚的森林

（热带雨林）砍伐或焚烧。 

众所周知，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产量及出口量的增加主要来自种植面积增加，而

大豆田的扩张往往以森林的退缩为前提或后果：要么是直接砍伐或放火焚烧，要么是

大豆田取代原有的牧场，然后再毁林开辟新的牧场（伊莎贝尔·希尔顿，2019）。

2013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巴西农田的 47%、阿根廷农田的 88%主要供中国和欧盟的消

费（Yang Yu,et al, 2013）。而在 1998-2018 年间巴西增加的 1420 万公顷大豆种植面积

中，仅 2009 年至 2017 年增加的部分就有 420 万公顷直接源于森林砍伐22，其他部分则

系草地转用。在阿根廷，自 1996 年引进转基因大豆以来，查科森林的面积损失了近四

                                                 
21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 年 9 月 6 日。 
22
据巴西环境部报告，在 2015-2017 年两年间大豆造成丛林砍伐约 846 平方公里，而在 2008 年以后的 6 年间年均砍

伐 6847 平方公里。见 http://www.chinafeed.com.cn/dadou/201801/12/106796.html。 

http://www.chinafeed.com.cn/dadou/201801/12/1067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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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主要用于大豆种植23。在印尼，为了向印度、欧盟和中国出口棕榈油，棕榈

种植园在 2000-2016 年间扩大了 3 倍，其中可能有一半左右来自森林砍伐24。 

  表 9   巴阿印三国的森林和农地面积变化（2000-2016,万 ha） 

 森林减少面积 农地增加面积 大豆/棕榈园增加面积 

巴西 2872 2214 1953 

阿根廷 504 2019 1092 

印尼 908 982 800 

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国际统计年鉴 2017》。 

虽然上述三国的森林锐减是备受瞩目的长期趋势25，并且由多种力量驱使，但是

中国因素自 2000 年以来成为强大的驱动力。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巴

西农产品的最大买家，也在近期成了印尼棕榈油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有报告指出，在

2013-2017 年，中国购买了 42%的巴西大豆（是欧盟购买量的 3 倍），而中美贸易战促

使中国扩大了从巴西和阿根廷的农产品进口，2018 年购买的巴西大豆从上一年的 5400

万吨增加到 6880 万吨（占巴西大豆出口总量的 82%），此外还是巴西牛肉的最大买家

（伊莎贝尔·希尔顿，2019）。因此必须承认，这些国家的森林衰减、土地利用变化

及其伴随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效应，都可以相应地“计到中国的账

上”，中国消费者的旺盛需求确实在客观上助长了“亚马逊之火”的蔓延（周晚晴，

2019），尽管互联网世界的民族主义言论认为这种记账方式是“让中国背锅”的“西方的

阴谋”。 

当然，今天中国的大量进口与早期殖民帝国的大量进口在性质上不同。如果说 19

世纪的英国主要是在其霸权体系下通过不平等交换尽享天下美食——让北美和俄国的

平原成为其谷仓、澳大利亚为其牧羊、阿根廷为其养牛、印度人和中国人为其种茶、

地中海成为其果园——，也因此表现为不平等的生态交换和生态扩张主义（克罗斯

比，2001），那么 21 世纪的中国从全球各地的大量进口，确实是按照“自由贸易”的逻

辑进行——且不论这种贸易始终包含着国际政治算计、跨国资本操控、出口国的农民

和农场工人的权利受损，以及 2018 年以来美国的“强卖” ——，也经常表现为进口国和

出口国的“双赢”。但是，生态环境冲击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尺度上，中国借由进口

减轻的对于国内的生态环境压力，不过是转移到了境外而已。 

鉴于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已经表现出“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抱负，也显

示了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大国的责任”，承认上述事实并不困难。困难在于

如何既能降低国内生态环境压力，又能避免大量进口造成的外部生态冲击。从常理上

说，当国内的大量生产面临诸多极限，从国外的大量进口又必然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

化产生不利影响，国家政策应该大力提倡厉行节约26，并适当降低食物消费预期和消

费量，至少不再刺激需求。但是，绝大多数已经和尚未“富起来”的国人可能会对此心

有不甘，甚至生出与美国人相比的不公平感。也许还有进一步的麻烦：这将不利于经

济增长，甚至可能削弱通过刺激消费强化起来的体制的合法性。 

                                                 
23 Uki Goñi, Soy destruction in Argentina leads straight to our dinner plates,The Guardian, 26 
Oct 2018. 
24
据《中国经济时报》2008 年 6 月 24 日报道，“目前经营的油棕种植园有三分之二都涉及森林砍伐。”而在 2009-

2011 年间又有 124 万公顷的雨林因油棕而倒下（https://www.greenpeace.org.cn/46498/）。棕榈园的扩张

不仅毁坏了森林和泥炭地，在很多情况下还迫使当地的土著居民离开土地，仅在 2008 年就有 513 起原住民与种植

园公司之间的冲突。见 https://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09_10/28/443061_0.shtm。 
25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5 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第 9-11 页。 
26 食物浪费是一个世界现象，而中国近年来每年的食物损耗和浪费量约为 1.2 亿吨，其中仅餐桌上的浪费就达到

1700-1800 万吨。见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和平组织：《食尽其用：海内外食物损耗与浪费产生与再利用模式研究

报告》，2019 年 10 月。 

https://www.greenpeace.org.cn/46498/
https://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09_10/28/443061_0.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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